
1

生态脆弱区与连片特困区重叠地区农户的技术选择

决策研究
*1

苗建青 刘宁宁

（西南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重庆 400715）

【摘 要】：在生态脆弱区与连片特困区重叠地区，推广兼具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双重特性的生态农业技术是建

设农村生态文明的有效路径。研究以巫山县为研究区，以金银花为例，运用双槛模型，研究了农户禀赋，外部环境

及土地禀赋如何影响农户的农业技术选择决策。结果表明，吸引高素质人才加入到到生态农业的建设队伍中能够促

进生态修复和重建；市场风险依然是生态农业技术推广的最大障碍，需要发挥政府支持和定向信贷的作用；土地禀

赋构成了农户技术选择决策的自然约束，关系到家庭农场的形成难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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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引言

生态文明建设的本质是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然而在我国经济飞速发展的同时，也造成了生态环境的严重破坏，生态退化

区与生态脆弱区在我国大量存在，生态文明建设已经成为我国的一项基本国策。在我国的农村地区，毫无低效的传统农业技术

既是造成农村生态退化乃至生态破坏的诱因，也是农民难以致富的根源，显然兼具生态效益和经济效益双重特性的生态农业技

术的大力推广对于农村地区的生态文明建设是一个可行有效的方法，因此不论是小型农户还是家庭农场都面临着生态农业技术

的选择决策问题。

为此，本文选择了一个生态脆弱区与连片特困区重叠的地区作为研究区。重庆市巫山县位于三峡库区腹心地带，为典型的

生态脆弱区，同时又是国家公布的连片特困区以及扶贫开发工作重点县。该地区坡耕地的主要农作物是玉米和红薯，由于在种

植与收获时都需大量翻土，极易激发石灰岩表层土壤流失而导致基岩大面积裸露，并最终引发了严重的石漠化。石漠化治理至

今已连续三次被列入国家五年计划纲要，党的十八大报告中又首次把石漠化治理纳入生态文明建设之中。石漠化的治理虽然已

有成效，然而坡耕地的石漠化面积却在继续增加，表明了长期以来以政府为主导的定点治理模式效果有限，而广大农户放弃易

造成石漠化的传统农业技术而采用生态农业技术则应为实现生态改善和脱贫致富的根本之策。

生态农业技术是一种适宜植物生长的耕作技术，该技术由国家投入并由相关部门或研究机构开发，且以恢复和重建生态为

目的。某种新作物代表的农业新技术通常被同类研究所采用，本文生态农业技术选取的是巫山县国家生态农业技术示范基地所

培育的金银花。该金银花为多年生的树形藤本灌木，根系发达，具有粗壮的主根，发达的毛细根，生命可达 40 余年，耐干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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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土地的要求低，是良好的故土保水植物，其花具有药用价值，是收益性很高的经济作物。

本研究与前人关于农户技术选择决策研究的显著不同在于，第一，前人研究区一般为普通农业区，而较少关注生态脆弱区，

也较少关注连片特困区，更缺乏关注两者广泛的重叠区；第二，前人研究多忽略农户尺度的土地禀赋差异，而本文充分考虑了

在生态脆弱区土地禀赋的自然约束；第三，前人研究多侧重于一般农业技术的选择决策，而较少关注生态农业技术。

2 分析框架和研究假说

通常来讲，影响农户采取农业技术决策的因素大致有以下几种：①农户禀赋因素：农户户主及家庭成员的特征、经济状况

和文化程度等因素
[1-3]

；②外部环境因素：公共政策、农地制度、土地规模及市场风险等
[4]
、生产要素价格

[5]
、技术供给、政策法

律、信贷条件、推广服务及社会组织等因素
[6]
。李后建

[7]
、Arellanes & Lee

[8]
等国内外学者做了有关生态农业技术扩散方面的研

究，影响因素类似于一般农业技术。此外，土地禀赋的空间异质性也是影响生态脆弱地区农户选择农业技术的因素之一。

本文采用的研究方法借鉴了林毅夫的农户选择农业新技术的两个决策阶段的研究方法即采用决定阶段和采用程度阶段
[9]
。采

用决定指种植与否，采用程度为种植面积的大小，采用决定以采用概率度量，采用程度以采用密度度量即坡耕地金银花种植面

积与坡耕地总面积之比来度量。本文拟分析农户自身禀赋、外部环境和土地禀赋三个方面对农户选择生态农业技术决策的影响。

2.1 农户禀赋

农户禀赋中农户自身具备的能力（年龄、学历等）和所拥有的条件（占有土地的规模、外出务工和收入状况）能够影响农

户的农业技术选择。针对本研究具体情况定义如下所示。

2.1.1 户主年龄

随着农户年龄的增大，人们会趋于保守，采用旧技术，排斥新技术，因此普遍认为户主越年轻越倾向于采用农业新技术，

罗小锋和秦军认为由于年龄越大的农户，往往具有更丰富的种植经验，采用新技术的可能性越大
[10]
。

假说 H1a：农户户主的年龄对金银花采用概率和采用密度的影响不确定。

2.1.2 户主学历

由于随着学历的增加，对于新事物的接受能力也在变强，因此农户户主的文化程度与农户采用新技术有显著的正相关关系
[1-2,9]

。但是有研究认为教育水平对农户的技术选择决策产生了消极作用
[11]
。葛继红等认为农户的文化程度与农业技术选择没有关

系
[12]
。因此可以做出如下假说：

假说 H1b：农户户主的文化程度即学历与金银花的采用概率和采用密度的关系不确定。

2.1.3 坡耕地面积

农户的耕地面积越小越不容易采用农业新技术
[9-10]

。但也有研究结果没有支持这种观点，反而得出了土地规模越大，越不倾

向于采用新技术的结论
[2,6]

。甚至也有无论土地面积的大小，对于采用新技术的决策没有任何关系的结论
[12]
。同时，有研究认为

中性的现代农业技术使得土地规模并不能作为进入决策系统的一个有效变量
[5]
。因此，耕地面积与农户技术选择决策的关系是一

次线性的可能性很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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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说 H1c：农户的坡耕地面积与金银花的采用概率和采用密度的关系可能为二次函数的关系。

2.1.4 外出务工比例

郭晶和郑亚莉认为兼业农户相比纯农户采用农业新技术的可能性更高
[13]

。王瑜等认为如果外出打工取得的现金收入能够投

资于农业生产，那么新技术采用的概率将会提高
[14]
。而且在农业劳动力缺乏的地区，劳动节约型的农业技术更容易被采用

[9,15]
。

假说 H1d：农户外出务工比例与金银花的采用概率和采用密度为负相关关系。

2.1.5 农业收入比

笼统而言，农户年收入的多少并不影响农户的农业技术采用行为
[15]

，但农业收入在农户总收入中的比例越高，采用农业新

技术的可能性越大
[16]

。由于金银花属于收益较高的农业经济作物，那么以农业收入为主要收入来源的农户对于金银花的种植会

更感兴趣。

假说 H1e：农业收入比与农户金银花的采用概率和采用密度呈正相关关系。

2.2 外部环境

2.2.1 政府支持

政府的扶持能够促进农户做出选择新技术的决策
[10,17]

。由于金银花的种植需采用生态农业技术，因此，单纯地依靠市场机制

的作用并不能很好地推广金银花的种植。

假说 H2a：政府的支持能够提高农户的采用概率和采用密度。

2.2.2 贷款容易度

罗小锋和秦军认为贷款的容易获得对农户新技术的采用有促进作用
[10]
。种植金银花需要大量的资金投入，因此可做出如下

假设：

假说 H2b：贷款的容易获得能够提高金银花采用概率和采用密度。

2.2.3 销售担忧

市场风险对于农户新技术的采用有显著的作用
[4]
。有调查显示影响农户技术选择决策的首要因素是农户对于农产品销售渠道

的担忧
[18]

。农产品如果可以全部售完，那么农业新技术的采用概率会增大
[13]
。而且农户相应的市场信息的更容易获得，能够促

进农户对于新技术的采用
[6]
。

假说 H2c：农户对于金银花销售问题的担忧，会降低农户金银花的采用概率和采用密度。

2.2.4 距示范基地距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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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武科等认为既具有经营性技术又具有生态农业技术特征的中间性技术的扩散效果与空间距离的关系不确定
[19]

，金银花的

种植技术属于生态农业技术，因此得出假说：

假说 H2d：农户的家庭住址与金银花示范区的距离与金银花采用概率和采用密度的关系不确定。

2.3 土地禀赋

田玉军等认为土地禀赋应该包括人均耕地面积、坡地面积、平地面积等，土地禀赋的含义应该包含耕地破碎度，即土地禀

赋的内涵包括土地的空间异质性
[20]
；皮啸菲等认为土地禀赋包含空间上的土地类型差异

[21]
。

本研究利用土地利用结构分析法完整地描述土地禀赋的异质性，并结合金银花研究区的实际情况将农户尺度土地禀赋的结

构指标定义如下。

2.3.1 二元地貌结构

根据研究区的经济用途和地貌特点，将研究区农户的土地利用类型分为坡耕地和平坝田两种类型。坡耕地水土贫瘠，用于

粗放经营，多种植玉米和红薯；平坝田水土肥沃，用于集约经营，多种植水稻。林毅夫研究发现，农户杂交水稻的技术采用概

率和采用密度与平原区俱呈现负向关系，与丘陵区俱为正向关系，而与山区采用概率呈现的是正向关系,采用密度呈现的是负向

关系
[9]
；有研究发现农户耕地节约型技术的采用比例从平原到丘陵到山地依次上升而农户劳动节约型技术的采用比例从平原到丘

陵到山地依次下降
[22]

。显然，不同的地貌类型显著影响着农户的新技术采用，本研究从微观尺度上用坡耕地与平坝田的面积比

作为衡量农户的二元地貌结构的指标（简称坡坝比），作出如下假说：

H3a：农户耕地的坡坝比与金银花的采用概率和采用密度具有正相关关系。

2.3.2 细碎空间结构

由于我国实行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因此大多数农户的土地空间分布比较分散，大面积的耕地往往被分成许多的地块，分

属于不同的农户，土地细碎化程度较为严重。有研究指出相对于相互分割的细碎化地块，大地块一般会种植同一种作物，而小

地块则可能种植多种作物
[23]
。本研究在农户承包地的微观尺度上，将农户每亩坡耕地的地块数量作为细碎空间结构的衡量指标。

假说 H3b：农户每亩坡耕地的地块数量与金银花采用概率和采用密度的关系不确定。

2.3.3 斑块质量结构

在喀斯特地区，石漠化程度不同的斑状地块构成了农户的坡耕地，这主要是由于土壤下覆的石灰岩的不均匀风化作用形成

的。石漠化程度的不同导致了土壤的肥沃程度不同，显然石漠化程度越大，岩石裸露越多，土壤越贫瘠，越不适宜农作物的生

长。张巨勇和张欣认为土地的可持续发展性是农户采用新技术决策的参考性因素
[24]

。地块土壤越贫瘠，农户采用新技术的可能

性越低。

本研究从农户承包地的微观尺度上，将抽样地块的石漠化率（即岩石裸露率）作为衡量斑状质量结构的指标，并作出假说

如下：

假说 H3c：农户坡耕地的石漠化率与金银花的采用概率和采用密度负相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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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数据来源、变量说明及假说检验

3.1 数据来源与变量说明

数据来自实地调查和测量。将地块作为抽样对象目的是为了使土地禀赋结构样本更好地代表总体，并进行了石漠化的实地

测量，最后对地块的主人进行问卷调查。操作方法是在数字地图上划分地块后，利用电脑生成随机数表进行随机抽样。采样于

2011 年 3～5月实施，样本共 280 份，有效问卷 278 份。

由于本研究所关注的是生态脆弱区农户的脱贫致富以及相关地区的生态重建，因此把农户利用自家坡耕地的金银花种植的

决策行为作为模型的因变量。如表 1所示，样本统计表明 55.6%的农户在坡耕地种植金银花，平均每户的采用密度为 37.0%。农

户户主的年龄普遍偏大，学历普遍偏低，家庭住址距离金银花示范基地的平均距离为 10 公里左右；农户所拥有坡耕地面积是平

坝田面积的 3.57 倍；坡耕地的石漠化率平均为 56%；获得政府支持的农户为 40%，将近一半的农户信贷困难，农业收入比为 43%。

图 1 为土地禀赋结构五分位组的生态技术采用分布图，横坐标为均分为五组的从小到大排序的土地禀赋的结构指标；纵坐

标为与各组相对应的农户新技术采用密度和采用比例的均值。由图 1 可见，土地禀赋结构与采用决策的关系曲线大致为非线性

关系，为了考察土地禀赋结构与采用决策是否具有二次函数的关系，将土地禀赋结构的平方俱引入模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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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模型选择

由于没有种植金银花的农户相关被解释变量的数据缺乏，如果采用经典的 Tobit 模型会与本文所依据的研究方法有所冲突，

因此，本文采用的是 Cragg 对 Tobit 模型扩展改进的双槛模型（double hurdle model）
[25]
。双槛模型如下：

式（1）中： 为影响因素向量；n 为变量的数量；α、β为方程系数；ui、vi为残差项，分布均服从古典假定。是

农户采用决策的潜在指示变量，不可被直接观测。当≤0，则 =0，表示农户没有采用生态农业技术；当 ＞0，则 zi=1，表示

第 i 个农户采用生态农业技术。 为采用密度的潜在变量，当 ＞0，则 zi=1 时，yi= ，yi表示第 i个农户的采用密度，可以

被观测到的连续变量。当 取负值，则 yi=0，此时潜在的变量无法被直接测量，相当于小于 0的分布被从左边截尾。双槛模型

似然函数如下：

Double hurdle 模型的似然函数是 Probit 模型和 Truncated 模型的组合，模型回避了多重共线性，卡方检验表明模型高度

有效，采用极大似然估计法（MLE）对模型进行估计，应用 STATA10.1 统计软件操作，结果如表 2所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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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3 检验结果

3.3.1 农户禀赋

在 Probit 模型和 Truncated 模型中，在不同的检验水平上农户禀赋的各个系数都是显著的。年龄越大、学历越低、外出打

工的比例越低、农业收入占总收入比例越高的农户采用生态农业技术的概率越大，但采用密度越低。

3.3.2 外部环境

在 Probit 模型和 Truncated 模型中，政府支持的系数在 1%的显著水平上均大于零，表明政府支持能够对于农户采用新技术

具有促进作用，而销售担忧的系数则分别在 1%和 5%的显著水平上均小于零，说明农作物销售的担忧对于采用新技术具有消极作

用。农户家庭住址到示范基地距离的系数在统计上均不显著。

贷款容易度的系数 Probit 模型和 Truncated 模型中分别在 10%和 1%的显著水平上与采用概率为负相关，与采用密度为正相

关。结果与假设有所矛盾，原因可能是，金银花的种植不是农户投资的首选，一旦农户贷到了款项，首先会将资金投入其他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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营，但是如果农户已经采用了生态农业技术，那么贷款的获得会提高农户扩大规模的积极性。因此，如果对农户实施定向信贷

支持，将会有利于生态农业技术的推广。

3.3.3 土地禀赋

（1）在 Probit 模型中二元地貌结构一次项系数为负，二次项系数为正，且在 10%统计检验水平上显著。在 Truncated 模型

中二元地貌结构一次项系数为负，二次项系数为正，且在 10%统计检验水平上显著。用二次曲线的极值原理计算得极值分别为

5.8～15.8 倍，表明当坡坝比低于该值时，农业新技术的采用概率和采用密度都趋于下降，超过这个限度时逆转为上升，原因可

能与家庭劳动力被激化后的重新配置有关。

（2）在 Probit 模型中坡耕地细碎空间结构的一次项和二次项系数分别为正和负，在 10%的统计检验水平上显著。在

Truncated 模型中坡耕地细碎空间结构的一次项和二次项系数分别为负和正，在 10%的统计检验水平上显著。计算极值为 0.9 块

/亩，表明在土地细碎化程度低于 0.9 块/亩时，采用生态农业技术的农户数量在增加而种植规模却在减小；而当土地细碎化超

过 0.9 块/亩时，采用农业生态技术的农户的数量减少但种植规模却在增加。该结果表明土地细碎化有可能促进土地流转到少数

农户手里，从而克服土地细碎化浪费劳动力的这个缺点。

（3）在 Probit 模型和 Truncated 模型中坡耕地斑状质量结构的一次项系数均为正，二次项均为负，除 Probit 模型的二次

项以外均在 5%的统计检验水平上显著。计算得极值为 52.9%，表明石漠化率超过 52.9%时，农业生态技术的采用概率继续上升但

采用密度开始下滑。说明石漠化越严重，土地的机会成本也越低，因而越会激励农户种植金银花，但会因生态环境过于恶化而

大幅减少种植面积。

4 结论

生活在连片特困区与生态脆弱区重叠区的农户其生态农业技术的选择决策特点鲜明，其影响因素的研究结论对于采用生态

农业技术的专业农户选择、专业家庭农场的扶持以及组织化的推动具有参考价值。

（1）年龄越大、文化程度越低、成员外出打工的比例越低、农业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越高的农户采用生态农业技术的可能

性越大，但是种植面积却越少。表明这类农户采用农业生态技术的意愿更高，但由于某些条件的限制却没有能力或条件扩大种

植规模。因此吸引高素质的农户加入到生态农业种植的队伍中关系到水土保持可持续性和生态脱贫的有效性。

（2）生态脆弱区的土地禀赋构成了农户技术选择的自然约束，关系到家庭农场的形成可能性：丘陵低山区是介于纯平原区

与纯山区的一种过渡形态，只有在坡耕地面积或坡耕地相对于平坝田的面积比超过一定限度时生态农业技术才更容易推广；土

地细碎化超过一定限度时生态农业技术才更容易由多数农户的零星种植转变为少数农户的规模化种植；在生态环境过于破坏严

重时与其简单地加大扶持力度不如干脆放弃支持。

（3）政府支持能够促进生态农业技术的有效推广，市场风险是生态农业技术推广的最大障碍，定向信贷支持是生态农业技

术普及的有效措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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